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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范围内，植被的空间范围和演变趋势正发生剧烈变化。植被-水动态是了解水资源有限地区的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键。持续的卫星观测已经揭示了全球植被广泛变绿的现象，然而植被绿度的增加并
不意味着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必须更充分地理解植被和降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本研究利用多套基
于卫星数据的衍生指标，包括叶面积指数（LAI）、净初级生产力（NPP）和降雨利用效率（RUE），量化了黄
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植被动态及其与降雨的关系。序列回归方法用于检测NPP对降雨敏感性的趋
势。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占黄河流域34.53%的地区呈现了一个显著的植被变绿趋势：上游、中游和
下游地区分别有 20.54%、53.37％和 16.73%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变绿趋势，NPP呈现出与LAI相似的变化
特征。但上游、中游和下游的RUE趋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此外，黄河流域中游有16.86%的区域，其植
被对降雨敏感性呈现显著的趋势（14.08%为负趋势，2.78%为正趋势）。整体而言，黄河流域仅有 8.41%
的区域呈现了LAI、NPP、RUE一致的显著增长态势。最后，本研究根据植被动态及其与降雨间的关联，
提出了分区分策的生态恢复方案。本研究揭示了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显著的植被绿度和生产力变化，并强
调了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之下开展植被-降雨动态研究的重要性，所提出的生态恢复框架将会为
决策者开展流域景观格局优化和可持续管理等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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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恢复是解决土地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遏制全

球变暖以及提高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等重要的解决方案[1

‒3]。许多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倡议已逐步认识到生态

恢复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恢复计划。例如，联合国

计划正式将 2021 年至 2030 年间定为“生态系统恢复十

年”；非洲的绿色长城项目旨在在撒哈拉南部恢复 7000 

km的植被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生

态恢复计划，以应对土地退化问题[4]。然而，在一些水

资源匮乏的地区，盲目的生态恢复可能会加剧碳和水间的

权衡，限制恢复成效、效率以及相关的社会福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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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水资源供给是植被可持续生长的前提条件，植

被和水的相互依存关系显著影响陆地和大气系统之间的

水、碳和能量交换[7‒9]。全球变暖的影响，包括水汽压

差不足的加剧和可能的土壤水分流失导致植被生长愈发受

到水分的限制。此外，遥感观测揭示全球大范围的绿化趋

势特征，意味着植被的水分需求也随之增加[10‒11]。这

些限制在水资源短缺的干旱地区尤为明显，这些地区植被

水分需求高度依赖降雨，水分亏缺会显著地影响植被生长

和生态恢复成效[12‒14]。

近年来，围绕植被-水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样地定位

监测实验、遥感和基于过程的生态模型等手段，探讨了植

被对水资源的敏感性[15‒16]、干旱对植被恢复的影响

[17‒18]以及植被对干旱（事件）的恢复力等[19‒20]。然

而，尚未充分利用空间显式（spatial-explicit）的植被-水

关系直接服务于生态恢复实践。植被-水关系可以作为树

种选择、植被干旱适应策略等森林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参

考。因此，亟需结合降雨利用效率（RUE，植被生产力与

降雨的比值）和植被对降雨敏感性（通过序列线性回归计

算[14]）等植被-降雨关系特征，制定恢复策略。此外，基

于MODIS遥感数据的研究显示，全球 45.6%植被区域在

植被绿度和生产力方面表现出不一致的趋势[21]，而后者

的增长率低于前者[22]。通过吸收光合有效辐射量，植被

绿化可以增加生产力[8,23]。然而，受光能利用率、碳利

用效率或叶面积过密等方面的限制[24‒25]，这种植被绿

度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善。植被绿度与生

产力的差异性增长增加了人们对生态恢复能否实现植被绿

度与生态功能协同改善的担忧。因此，需要基于植被绿

度、植被生产力和植被-水关系，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生

态恢复策略。

中国政府已开展多个大规模的生态恢复项目，以应对

广泛和严重的土地退化及其衍生的高昂的经济成本

[4,13,26]。自此，黄河流域呈现出显著的植被变绿趋势

[13,27‒28]。黄河流域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陆上通道之一。2019年，中央

政府提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旨在加强

区域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然而，水资源缺乏和脆弱的生

态环境可能会削弱这一绿化战略[5]。因此，将植被-降雨

关系的认知纳入区域植被恢复战略，是理解生态恢复中涉

及的生物物理/化学过程并确保生态管理持久性的重要前

提[29‒30]。

为了更好地理解黄河流域地区植被变绿和植被变稳的

关系，本研究基于 2000—2018年叶面积指数（LAI）、净

初级生产力（NPP）和降雨数据，分析植被-降雨关联。

研究主要目的是：①监测黄河流域不同区域（上游、中游

和下游地区）的植被绿度和生产力的空间特征；②比较黄

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RUE；③根据黄河流域植被

绿度、生产力的趋势以及植被-降雨关系，确定生态恢复

的关键区域。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黄河流域总面积为 7.95 × 105 km2，流经九个省份，

包括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

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经山东

省垦利区汇入渤海（图 1）。黄河流域连接着青藏高原、

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呈“西部高、东部低”的地形特

征。黄河流域区域主要呈大陆性气候：东南部表现为半

湿润气候，西北部为干旱气候[31]。由于黄河流域多样的

地貌和栖息地特征，多种植物物种生长于此。水资源短

缺成为区域生态恢复、沙漠化防治及生态安全屏障功能

发挥的重要制约因素。20世纪 9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

“退耕还林”工程：16 000 km2的旱作农田（依靠自然降

雨进行作物生产）成功转变为非农作物植被，形成了明

显的“变绿”趋势（[32‒33]，附录A中的图 S1）。在过

去的20年里，“退耕还林”工程大规模实施，以开展脆弱

生态系统恢复[34]。

2.2. 数据集

本研究中使用了 LAI、NPP、降雨量和行政区划数

据。鉴于数据可用性，使用了从数据MOD17A3产品获得

的 2000—2018年的逐年NPP 数据（单位： C‧m−2），该数

据具有 1 km 的空间分辨率，来自数值陆地动态模拟组

（NTSG）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35‒36]。美国

蒙大拿大学 NTSG 的产品纠正了原有 MOD17 算法中的

MODIS-LAI光合有效辐射输入的错误。2000—2018年的

LAI 数据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球数据中心

（https://lpdaac. usgs. gov/product_search/）的 MOD159A2H 

V6 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500 m [37]。为了减轻大气噪声

和云污染的影响，本研究使用最大值合成法[38]将LAI数

据合并为年度值。 2000—2018 年的年降雨数据源于

CHIRPS （Climate Hazards Group InfraRed Precipitation 

with Station data，气候灾害组红外与站点结合的降雨数

据）[39]，将原始的 0.05度分辨率重新采样至 1 km分辨

率，以匹配其他植被指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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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UE

用植被NPP与降雨量间的比值计算RUE，表征植被

生产对降雨量的响应，如等式（1）：

RUE=NPP
R

（1）
其中，RUE代表单位的降雨利用效率（kgC·m−2·mm−1），

NPP和R分别代表年度的净初级生产力（kgC·m−2）和降

雨量（mm）。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降雨是植被生长的主要气候制

约因素。因此，RUE通过描述特定生态系统中NPP和降

雨量的关系，以反映生态系统的变化。因此，RUE经常

被用于评估生态系统功能与土地退化情况[40‒42]。

2.4. NPP对降雨的敏感性

本研究使用基于时空窗口的序列回归方法（sequen‐

tial regression method）来描述植被-降雨的关系（NPP对

降雨的敏感性）（图 2） [14,43]。根据文献[43]，最优的

移动窗口大小为 7 × 7 像元，最优的时间步长为 4 年

[图2（b）]。在移动窗口（7 × 7）和选定时间步长（4年）

内对所有NPP和降雨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图2（c）]，并将

回归方程的斜率赋值给移动窗口的中心像元[图 2（d）]，

以表征各像元的NPP对降雨的敏感性。据此计算，可获

取历年逐像元的NPP对降雨的敏感性特征[图2（e）]。当

一个时空窗口内超过三分之二的像元植被、降雨数据为空

值，则不进行回归方程及中心像元赋值等操作。随着时空

窗口的移动，可识别出整个研究区域像元尺度下历年植被

对降雨的敏感性。斜率的绝对值越高，表明NPP对降雨

的敏感性越高。斜率大于0，代表正敏感性；斜率小于0，

代表负敏感性。正敏感性说明NPP会随着降雨变化的方

向而改变方向，反之亦然。NPP-降雨关系的改变可能表

明与可用水资源有关的植被生物物理过程和生态功能发生

了变化[43]。

2.5. 统计分析

利用LAI表征植被的绿度，用NPP衡量植被生产力。

本研究也采用两个基于植被指数的衍生指标：RUE 及

NPP对降雨敏感性。这两个衍生指标的显著正/负趋势可

以分别解释为单位降水下生产力的增加或减少，反映植被

功能的变化。基于最小二乘法逐像元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以识别四项指标的趋势特征。显著趋势被认为在 p < 0.05

水平上。根据植被指标的变化趋势方向和显著性，分为三

类：显著增加（+）、显著降低（−）或无显著的变化

（0）。该分析步骤将任一指标（如LAI、NPP和RUE）所

描述的植被特征（如绿度、生产力和效率）的显著变化的

空间模式（显著增加、显著下降）定义为显著趋势。然后

进行逐像元的趋势一致性分析。理想状态是LAI、NPP和

RUE都呈现一个显著增加的趋势，说明该地区植被的绿

度、植被生产力和RUE均显著改善。NPP对降雨的敏感

性是本分析的辅助指标，反映了植被水分利用和功能的变

化，强调植被对环境压力的敏感性正在改变（即植被的恢

复力减少或增加）[44]。本节的状态定义和一致性参照了

文献[21]的工作。

图1. 黄河流域。YR：黄河；LP：黄土高原。底图为NPP分布（单位：kg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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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植被绿度和生产力的空间变异

图3显示了黄河流域LAI和NPP的变化特征。根据卫

星数据，自 2000年来，黄河流域“变绿”的比例显著增

加，具体表现为黄河流域 34.53%的区域呈现显著变绿。

黄河流域上游 20.54%的区域呈现显著的变绿趋势，而中

游和下游呈现变绿趋势的比例分别为 53.37%和 16.73%。

黄河流域中游区域，面积约占黄河流域的 42.95%，包括

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呈现显著的变绿趋势。同

时，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NPP变化趋势与LAI大

致相同。结果表明，自 2000 年以来，黄河流域中游近

65%的区域显示出显著的NPP变化趋势，其中 63.72%为

正趋势，0.65%为负趋势。黄河流域上游（33.75%）和中

游（63.72%）NPP 的显著增加比例高于 LAI（分别为

20.54% 和 53.37%）， 但 下 游 NPP 的 显 著 增 加 比 例

（9.68%）低于LAI（16.73%）。

3.2. RUE趋势

图4呈现了黄河流域降雨和RUE的变化趋势。除了黄

河上游、鄂尔多斯西部和兰州北部等少数地区，黄河流域

大部分地区呈现了降雨量的增长趋势[图4（a）]。平均而

言，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的降雨趋势分别为每年

2.38 mm、4.60 mm和0.31 mm。大约有16%的中游区域呈

现了显著的 RUE 变化趋势，其中 15.09% 为正趋势，

1.29%为负趋势。与黄河流域中游相比，上游和下游地区

中RUE表现出显著变化的面积较小。例如，黄河流域下

游仅约2%的区域表现出显著趋势，其中1.21%为正趋势，

0.70%为负趋势。黄河流域上游约12%的区域表现出显著

趋势，其中9.98%为正趋势，2.57%为负趋势。上游、中

游和下游地区的趋势分布及方向存在显著差异：黄河中游

地区表现出最大的正向变化趋势比例（15.09%），其次为

上游（9.98%）和下游（1.21%）。其中，黄河流域上游四

川西北部地区 RUE 负趋势的面积比例较大[图 4（b）~

（i）]，其次就是中游地区的内蒙古西部[图4（b-ii）]和山

西部分地区[图4（b-iii）]。

3.3. 植被-降雨敏感性的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差异

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在植被-降雨敏感性的趋

势特征（分布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图 5）。在黄河流

域上游地区，19.66%的植被-降雨敏感性呈现显著趋势，

16.90%的趋势是正向的，还有 2.76%为负向的。而在黄

河流域下游区域，4.98%的区域呈现了显著的负趋势。但

是黄河流域中游的植被-降雨敏感性趋势与上游和下游有

所不同。黄河流域中游16.86%的区域表现出显著的植被-

降雨敏感性变化趋势，其中 14.08%为负趋势，2.78%为

正趋势。黄河流域上游和下游的植被-降雨敏感性呈显著

负趋势的面积比例大幅低于中游。上游地区植被-降雨敏感

性的负趋势主要集中在青海湖的西部[图5（a-i）]；中游地

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北部[图 5（a-ii）]和山西省东南部，

包括太原、临汾和运城等地[图5（a-iii）~（a-v）]。

3.4. 植被-降雨组合关系中的关键区域识别

图6显示了黄河流域植被绿度、生产力和RUE的变化

方向。植被绿度、生产力和RUE均呈现一致的显著上升

图2. NPP对降水敏感性计算流程。（a）所需的输入数据。（b）移动窗口的大小。（c）~（d）基于移动窗口和线性回归计算NPP对降雨敏感度的方法。

α是NPP与降雨数据集之间的回归斜率，β是回归截距。（e）通过移动窗口确定各像元NPP对降雨的年度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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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占总面积的8.41%，主要分布在中游地区陕西省延

安市北部和榆林市南部[图 6（a-vii）~（a-viii）]。此外，

黄河流域植被绿度和生产力提高但 RUE 不变的区域占

16.55％，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东部（平凉市和庆阳市）和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此外，黄河流域植被绿度显著上升

但生产力或RUE未显著变化的地区占 9.23％，表明植被

生长有所增强。该类型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广泛分布，特

别是在陕西省西北部，位于绿度和NPP增强的区域附近。

然而，黄河流域约有2.26%的区域在这三个指标上均呈现

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些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北

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图 6（a-i）~（a-iii）]以及黄河

流域上游四川省西北部和下游的河南段 [图 6（a-v）~

（a-viii）]。总体而言，植被绿色度和生产力发生变化的区

域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且变化幅度较大。

4. 讨论

4.1. 生态工程推动植被绿度和生产力提高

植被恢复是防治水土流失和提升生态管理的重要且高

效的解决方案。自1998年以来，黄河流域作为试点地区，

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三北防

护林工程等多项大规模的生态恢复工程，旨在保护、恢复

和扩大森林面积、减缓土壤侵蚀。自此，该区域呈现显著

的变绿趋势，并且由人类活动所致的生态系统退化已经大

幅减少[13,45‒46]。与既有工作相似[46]，本研究也证实

了黄河流域自 2000年以来上、中、下游LAI和NPP呈现

显著增加趋势（图 3）。强调了政策驱动下的黄土高原呈

现大规模变绿的科学事实。统计数据显示，山西、陕西和

宁夏地区共有4.793 × 10⁴ km²的区域实施了造林措施 [47‒

48]。毫无疑问，生态恢复在促进黄河流域中游植被绿化

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黄河流域上游和

中游地区，NPP呈增长比例高于LAI的增长比例（图3），

不少区域LAI和NPP的变化方向并不一致（图 6）。当植

被在绿度和生产力方面生长不一致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将直接受到影响。植被通过增加叶面积，可以更有效

地吸收叶绿素和光合有效辐射，从而增加植被的生产力

[23]。然而，当植被叶片面积由于自身遮蔽和营养限制到

达一定阈值时，光合作用就会减缓[24]。LAI和NPP的驱

图3. 黄河流域LAI（a）和NPP（b）（单位：kg C·m−2）的显著正、负趋势及其在流域内的百分比分布。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植被绿度（即

LAI）和植被生产力（即NPP）显著正趋势（以绿色表示）和显著负趋势（以紫色表示）的比例（%）。柱状图右侧的百分比表示黄河流域上游、中游

和下游的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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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素差异是一种可能的解释。LAI变化主要受二氧化碳

施肥作用的影响，气候变化贡献较小（8%），而后者可以

解释 28.6%的植被生产力变化[8,49]。先前的研究报道了

在潮湿地区NPP和LAI的抛物线关系，以及随着干旱指数

降低，绿度和生产力呈现脱钩特征[50‒51]。这与生态系

统结构和生理学之间的权衡作用在更潮湿的气候中变得更

强有关[50]。植被绿度与生产力的脱钩可能还与环境变量

（如太阳辐射、水资源可用性和温度）对光能利用率的影

响有关[25,52]。除此之外，均匀度被视作协调森林生产力

和物种丰富度关系的关键因素[53]。在生态恢复中，通常

选择单一树种并均匀种植，这会限制群落的生产力。这一

结论也与黄河流域LAI和NPP的差异相一致。另一方面，

尽管人工林（如用材林和经济林）能够快速增加植被的绿

度，但这种不一致性也与时间尺度密切相关。例如，在黄

土高原地区，苹果园种植广泛，并计划进行大规模扩张。

苹果树的果实特征占比在不同季节存在显著变化，表现出

较大的季节性波动。

总体而言，生态恢复工作显著增强了黄河流域植被绿

度和生产力，中游地区表现出尤为显著的改善。自 2000

年以来，黄土高原的碳汇潜力增加了约三分之一[48]。植

被恢复减少了水土流失和黄河泥沙量，占泥沙总减少量的

57% [54]。除了生态效益外，生态恢复还带来了诸多社会

效益，包括农业转型的推进和新兴产业（如生态旅游和民

俗旅游）的间接促进，正如先前研究所报道的那样[48,

55]。生态恢复政策的实施、生态补偿和粮食补贴使农民

收入增加[56]。黄河流域的生态恢复将促进多个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包括SDG1（消除贫困）、

SDG6（清洁水和卫生设施）、SDG13（气候行动）和

SDG15（陆地生物）。

4.2. 植被-降雨敏感性和其他植被指标之间的不一致趋势

植被绿度、生产力、RUE和敏感性间的差异性变化

图4. 黄河流域的降水趋势和RUE的显著趋势。（a）降雨趋势以原始降雨数据分辨率（0.05°）呈现。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RUE显著正趋势

（绿色）和显著负趋势（紫色）的比例。（b）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RUE显著正趋势（绿色）和显著负趋势（紫色）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标注。

（i）~（iii）RUE负趋势的典型区域。柱状图右侧的百分比表示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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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黄河流域植被对降水的敏感性趋势及其在流域内的百分比分布。（i）~（v）是显著负向趋势的典型区域。总结了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植被

对降水敏感度显著正趋势（绿色）和显著负趋势（紫色）的比例（%）。柱状图右侧的百分比表示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面积比例（%）。

图6. （a）黄河流域绿度（G）、生产力（P）和RUE（E）趋势的组合。短横（‒）表示无显著变化，而↑和↓分别表示显著增加或减少趋势。（i）~
（ix）用矩形标出了在黄河流域中三类指标具有一致增加或减少趋势的代表性区域。（b）显示了具有显著变化趋势的面积比例，相关图例位于图（a）
的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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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黄河流域植被生长动态的多样性（图4和图5）。许

多研究表明，大规模的绿化推动着RUE的增长，特别是

在黄河流域中游区域。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人工林大量

种植区域均呈现显著的RUE增加趋势[57‒58]。持续的植

被绿化进一步增强了植被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植

被光合作用的过程，这也意味着陆地植被的蒸腾和呼吸作

用相应地有所增加[59]。观测到的趋势可归因于广泛的生

态工程实践，发展出了更具生产力的生态系统。这一现象

的明显解释是陕西省的绿化版图已经向北扩展了400 km。

区域生态环境已经从“整体恶化和局部提升”转变为“整

体提升和局部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分析发现RUE的显

著增加的比例（11.93%）均大幅小于 NPP（45.94%）和

LAI（34.53%）（图 3和图 4）。尤其是超过四分之一像元

表现出植被绿度的显著增加，但RUE并未增加（图 6），

表明绿化趋势并不意味着RUE的提高。

此外，在整个黄河流域观察到了植被-降雨敏感性的

显著的正趋势和负趋势。正趋势表明植被对降雨的响应越

来越强；负趋势表明植被对降雨响应减弱，每单位降雨量

的生产力下降，这反映植被功能可能受限的趋势。作为植

被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因素，降雨是植被恢复的主要水源。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黄河流域中游的植被变绿最为明显。相

反，敏感性显著下降的比例高于显著增加的比例，表明植

被对降雨的响应较弱。每单位降雨的植被生产力较低，意

味着RUE较低的植被集中分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黄

河流域中游部分地区降雨输入足以满足潜在的碳汇需求，

但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另一方面，在相同降雨条件下，天

然林和人工林之间的敏感性趋势在空间上存在差异。黄河

流域中游植被-降雨敏感性呈显著负趋势的区域主要分布

在山西太行山和吕梁山的中游地区，这些区域存在大规模

人工林建设且降雨量较高，是低RUE分布的主要区域。

先前的研究报道了植被-降雨敏感性的正趋势与生态系统

组成的变化有关[43]，尤其是用灌木取代大型木本植物。

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种积极的变化是否也会带

来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功能改善，从而有利于生态系统和人

类福祉。通过研究植被-降雨敏感性的变化趋势，可以为

未来的植被恢复策略，尤其是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

度，提供新的治理思路。先前的研究也表达了对黄土高原

生态恢复水资源约束可能达到临界值的担忧[5]。

4.3. 基于植被-降雨关系的生态恢复

在实践中，LAI、NPP和RUE间的关系为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决策和生态恢复规划提供了直观的指导

图，进而识别关键的恢复区域。对这三个指标的重新解读

也可以帮助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为特定地区确定适当的保护

策略：LAI（监测和识别绿化特征）、NPP（指示提高低生

产力的人工林）和RUE（表征生态系统对降雨变化的恢

复能力）。在LAI、NPP和RUE持续增加的区域（约占黄

河流域面积的 8.41%），不需要额外的适应性措施或只需

要维持当前的管理状态。这些区域表明在生境质量、碳固

存、植被稳定性等方面存在积极迹象。但是，LAI、NPP

和（或）RUE均呈显著降低趋势主要发生在快速城市化

地区，如西安市、西宁市和银川市。因此，在RUE和敏

感性呈现一个显著降低趋势的地区（如中游的太行山和山

西省吕梁市），平衡城市化和生态保护的权衡是很有必要

的。但是，这些地区的降雨量相对稳定，低效林（植被的

RUE很低）也广泛分布[图 6（a-i）]。管理实践应优先考

虑提高森林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种植具有特殊功能

性状、适应干旱的林种，以改善低效林。考虑到未来气候

变化的情景，对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

低效林进行改造仍然是必要的。

本研究对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的植被保护和生态恢复

具有重要的意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的国家战

略。根据目前植被绿度、生产力和RUE变化趋势，本研

究识别了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水源涵养区、重点

水土保持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并总结了可能有助于植

被恢复实践的四点建议（图 7）。首先，建议对绿度和

RUE持续增长的区域保持当前状态，应特别采用自然恢

复的规划与管理策略。对于RUE降低的地区，应该采取

有效措施改善低RUE的森林，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加速的

情况下。此外，在那些绿度减少但RUE保持不变的地区，

应该根据地形坡度条件，遴选和种植适宜的林种进行生态

恢复。此外，应该对绿度和RUE都降低的地区给予更多

关注，加强生计和生态改善之间的平衡。最后，对RUE

和绿度变化不显著的地区应进行持续的原位监测。

卫星观测在植被变化监测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如果仅依赖单一指标来探索驱动机制，那么对区域生

态系统变化的认知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总的来说，本研

究表明，综合考虑LAI、NPP和RUE的变化趋势，可以用

来识别满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

基于本研究所绘制的三个指标，基于卫星数据和统计方法

的保护规划可以依据黄河流域植被-降雨关系确定优先恢

复重点和响应的适应性策略，以恢复黄河流域的生态健

康。然而，敏感性评估仅能够捕捉到植被在短时间内对气

候扰动的反应，不足以代表未来长期的生态系统属性。

本研究基于植被-降水关系确定了生态恢复的生物物

理约束条件，而实际的恢复工作需要将重点从生物物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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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进一步拓展到经济约束[60‒61]。截至2014年，山西省、

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就此累计投资超过450亿人民

币[48]。此外，一些其他的恢复工程（如黄河流域的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和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等）也涉及大量经

济投资[4]。这些投资也导致了生态系统总产品和间接社

会效益的大幅增加[4,48]。根据非洲绿色长城项目的经验，

每投资1美元在土地恢复上，在不同的情景下可产生1.1~

4.4美元的收益。这对于生态恢复而言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但同时也依赖于一个完善的碳市场来确保可持续的恢复投

资[62]。尽管本研究并未考虑经济限制，但基于植被-水关

系的生物物理约束可以明确哪些区域的RUE较低，需要

进一步优化，哪些区域需要更密切地监视。这可能为更加

经济的生态恢复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

4.4. 研究贡献、不足与不确定性

本研究使用了RUE和植被对降雨的敏感性两个指标

来描述植被-水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LAI和NPP作为植

被绿度和生产力的代理指标，明确地划定了生态恢复的空

间布局。本研究强调，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背景

下，研究植被与降雨之间关联对区域生态修复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和提出的生态恢复框架可以为决策者在

执行合理的流域格局优化和可持续管理时提供有价值的见

解。分析框架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已实施或计划实施大规

模生态恢复项目的地区。

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需要结合

区域进一步调查LAI、NPP和RUE之间变化不一致的机制

解释，特别是不同植被类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需要考

虑社会和经济影响因素（如人口压力或城市发展）对植

被-降雨敏感性的影响，以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植被指标增

长不一致的背后机理。尽管观察到积极趋势，但尚未考虑

某些生态系统特性，例如生物多样性丧失或对地下水的影

响。此外，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植被-降雨关系的恢复策略

还需要考虑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需求。本研究中所使用

的数据中，LAI数据集的分辨率不同于NPP的数据集，这

可能会带来一些分析的不确定性。已有研究指出了这些问

题和局限性[63]。因此，需要对植被绿度、生产力的驱动

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全面理解植被生长不一致背后的机

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5. 结论

考虑到水资源可得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约束，恢复规

划应考虑植被生产力对降雨的长期响应。大规模的生态修

复举措（如造林）促进了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

游）植被绿度的大幅增加和植被生产力的增强。然而，

RUE显著正趋势的比例要远低于预期，这表明大规模植

被变绿并不等于RUE的总体增加。此外，本研究发现植

被-降雨敏感性呈大范围负趋势，特别是在内蒙古北部和

山西东南部。这表明单位降雨的植被生产力降低，可能存

在低效林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风险，强调了加强森林管

理并将植被-水关系纳入保护/恢复规划的紧迫性。结合上

述指标，提供了直观的植被恢复规划和决策图，以服务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未来修复实践应优先考虑山西太

行山和吕梁山地区RUE和植被-降雨敏感性呈负趋势的低

效林进行优化。本研究为理解结构性和功能性植被变化及

图7. 基于绿度、RUE和敏感度趋势的生态恢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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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降雨的功能响应提供了全面深入的见解，这对于在水

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优化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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